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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激发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的数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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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考虑碱激发粉煤灰/矿渣（AAFS）混凝土的孔隙率影响、氯离子结合作用和多种离子间电

化学耦合效应，在细微观尺度下建立多相多离子传输模型，并通过第三方试验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

验证 .基于该模型，开展了粉煤灰/矿渣比和激发剂模数对 AAFS 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影响的数

值研究 . 结果表明：较低的粉煤灰/矿渣比可明显提高 AAFS 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这归因于其

对降低孔隙率的贡献；激发剂模数为 1.00 时 AAFS 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最佳，过低或过高的激

发剂模数均会增加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渗透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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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Estimation on Chloride Erosion Resistance of 

Alkali-Activated Concrete

CAI Yuxin1，2，　LIU Qingfe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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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multi‑phase， multi‑component ionic transport model was developed in a meso‑micro scale， in which 
the porosity of alkali‑activated fly ash/slag（AAFS） concrete， chloride binding effect and electrochemical coupling 
between multi‑species were comprehensive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odel was 
verified by third‑party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proposed model， the effects of fly ash/slag ratio and activator 
modulus on chloride erosion resistance of AAFS concrete were numerically estim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lower 
fly ash/slag ratio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hloride erosion resistance of AAFS concrete due to its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reduce the porosity. AAFS concrete with an activator modulus of 1.00 exhibits the best resistance 
to chloride erosion， and a too low or too high activator modulus will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depth of chloride ions 
in concrete.
Key words : alkali‑activated concrete； chloride； durability； numerical model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碱激发水泥作为一种绿

色低碳建筑材料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 碱激发

材料根据前驱体的钙含量可分为低钙体系和高钙体

系：低钙体系，如碱激发粉煤灰或偏高岭土等，其水

化产物主要为类沸石相的高度交联、无序的水化硅

铝酸钠（N‑A‑S‑H）凝胶；高钙体系，如碱激发矿渣等，

其水化产物主要为类托贝莫来石相的水化硅铝酸钙

（C‑A‑S‑H）凝胶 .为了克服基于单一前驱体制备的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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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材料可能存在的缺陷，碱激发粉煤灰/矿渣

（AAFS）二元体系逐渐被推广使用，以期更好地满足

混凝土的性能要求 .
氯离子侵蚀引起的钢筋腐蚀是导致混凝土结构

过早失效的首要因素［1‑5］.Babaee 等［6］认为氯离子在

AAFS 体系中的传输速率依赖于混凝土基体的孔隙

率，将矿渣作为第二元前驱体材料有助于细化孔结

构，从而可以有效降低氯离子的传输和扩散性能 .
Ismail 等［7‑8］研究发现，高粉煤灰/矿渣比的 AAFS 混

凝土由于水化产物以疏松多孔的 N‑A‑S‑H 凝胶为

主，会加速氯离子的渗透，表现出较差的抗氯离子侵

蚀性能 .
碱激发材料在可持续和高耐久性基础设施中的

应用逐渐广泛，但目前关于其抗氯离子侵蚀性能的

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因此，有必要系统研究

氯离子在碱激发混凝土中的传输规律，这对于实际

工程中耐久性能的准确评估和长期预测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提出综合考虑 AAFS 混凝土孔隙率影响、氯

离子结合作用和多种离子间电化学耦合效应的传输

模型，同时通过第三方试验数据对模型的可靠性进

行验证 . 基于该模型，进一步分析粉煤灰/矿渣比

（mFA/mS）和激发剂模数（m）对 AAFS 混凝土抗氯离

子侵蚀性能的影响 .

1　理论方法

在饱和混凝土孔溶液中，扩散作为主要驱动力

描述了氯离子因浓度梯度作用由高浓度区域向低浓

度区域运动的传输过程，该过程可用 Fick 第二定律

表示为：

∂C
∂t

= DCl ∇2 C （1）

式中：C为氯离子浓度，mol/m3；t为扩散时间，s；DCl为

氯离子扩散系数，m2/s；∇为梯度；∇2为拉普拉斯算子 .
然而，Fick 定律仅表达了离子传输的主要形

式 . 若想真正从机理上阐明碱激发混凝土抗氯离子

侵蚀的耐久性问题，则必须综合考虑混凝土孔隙率

影响、氯离子结合作用和多种离子间电化学耦合

效应［9］.
1.1　孔隙率影响及校正

广义有效介质理论［10‑11］可用于描述多孔介质材

料中离子扩散性与孔隙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 基于该

理论，水泥砂浆的氯离子扩散系数与孔隙率的关系

可以表示为：

DCl =
2φ2.75 ⋅ D 0

φ1.75 ( )3 - φ + 14.44 ( )1 - φ
2.75 （2）

式中：φ为孔隙率（体积分数），%；D0为氯离子在孔溶

液中的扩散系数，D0=1.07×10−10 m2/s［12］.
Hansen［13］利用 Powers 理论模型计算了水泥基

材料微观结构中各主要组成成分，例如孔隙、水化产

物、未水化水泥颗粒等所占体积分数 . 基于该研究，

理论计算得到的孔隙率 φ'可表示为：

φ' = mw /m b - 0.17ω
mw /m b + 0.32

（3）

式中：mw/mb为水胶比1）；ω 表示水化程度，取值 0~1，
与 mw/mb大小相关 .

Bentz等［14］建立了经过长期水化作用后联系 ω与

mw/mb关系的补充方程：

ω = 1 - exp ( - 3.15 × mw /m b) （4）
值得注意的是，式（3）仅考虑了 mw/mb和水化程

度 对 孔 隙 率 的 影 响 ，更 适 用 于 普 通 硅 酸 盐 水 泥

（OPC）体系，而在 AAFS 体系下，前驱体的组成和碱

性激发剂的模数均会对孔隙率产生影响 .因此，需对

理论计算得到的孔隙率进行校正：

φ = k ⋅ φ' （5）
式中：k 为无量纲的校正系数，其与 AAFS 二元体系

中粉煤灰/矿渣比（mFA/mS）和激发剂模数（m）有关，

并通过以下试验确定 .
前 期 试 验 制 备 了 尺 寸 为 40 mm×40 mm×

40 mm 的 AAFS 砂浆试样，其 mFA/mS取 9∶1、7∶3、1∶
1、3∶7 和 1∶9，m 取 1.00、1.20、1.50 和 1.80，mw/mb 为

0.45，胶砂比为 1∶3，碱性激发剂由水玻璃（Na2SiO3）

和氢氧化钠（NaOH）组成，控制碱（Na2O）含量为 5%
不变 .同时，制备了相同 mw/mb和胶砂比的 OPC 砂浆

试样 .各组砂浆试样在标准养护室（（20±2） ℃、相对

湿度 95% 以上）中养护 90 d后，取样分别对其进行孔

隙率测试，孔隙率测试仪器为 Micrometrics公司生产

的 AutoPore IV9500 型压汞仪 .不同 mFA/mS和 m 下，

AAFS 砂浆的孔隙率如图 1 所示 . 由图 1 可见：当控

制 m=1.50 时，孔隙率随着 mFA/mS 的减小而明显降

低；而当 mFA/mS恒定为 1∶1 时，孔隙率随着 m 的增加

而先减小后增大 .
为了方便计算，将 mFA/mS表达为矿渣含量（n，占

总前驱体质量分数）的形式，并以 n和 m 为自变量，以

试验测得的孔隙率结果为因变量，通过拟合分析确

定三者之间的定量关系（相关系数 R2为 0.996 3）. 于

1） 文中涉及的水胶比、含量等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质量比或质量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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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校正系数 k可以表达为：

k = 1
φ 0

× (0.097 8n2 + 0.066 5m 2 - 0.203 1n -

0.153 7m + 0.271 2) （6）
式中：φ0为测得的相同 mw/mb和胶砂比 OPC 砂浆试

样的孔隙率，φ0=14.1%.
1.2　氯离子结合作用

混凝土中的离子传输过程满足质量守恒，可表

示为：

∂C
∂t

= -∇J （7）

式中：J 为离子扩散通量，即单位时间垂直通过扩散

方向的单位面积离子总质量，kg/（m2·s）.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进入混凝土内部的一部分

氯离子会与水化产物结合，因此除了孔隙率影响之

外，还应考虑氯离子结合作用 .此时，式（7）可进一步

表达为：

∂ ( )φ ⋅ C f

∂t
+

∂ ( )( )1 - φ C b

∂t
= -φ ⋅ ∇J （8）

式中：Cf、Cb分别表示自由氯离子浓度和结合氯离子

浓度 .
线性、Freundlich和 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常用

于描述自由氯离子与结合氯离子之间的关系 .Zhang
等［15］研究发现 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在 AAFS二元

体系中的拟合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模型来

表征氯离子结合作用 . 考虑到混凝土孔溶液中的自

由氯离子与结合氯离子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结合氯

离子浓度可以表示为：

∂C b

∂t
= -kb(C b - C eq

b ) （9）

式中：kb为氯离子与水化产物的反应速率常数，kb=
3.13×10-7 m3/（mol·s-1）；C eq

b 为自由氯离子与结合

氯离子达到平衡状态时的结合氯离子浓度 .

基于 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C eq
b 可表示为：

C eq
b = α ⋅ C f

1 + β ⋅ C f
（10）

式中：α、β为氯离子结合系数 .
本文中用到的氯离子结合系数考虑了前驱体组

成和碱性激发剂模数对氯离子结合作用的影响，如

表 1所示［15］.

1.3　多种离子间电化学耦合效应

AAFS 混凝土孔溶液中包含多种离子，除了本

研究重点关注的氯离子外，还存在钠离子、钾离子、

钙离子、氢氧根离子和硫离子等 . 以往的离子传输

模型大多仅由 Fick 定律确定，更多是在宏观尺度下

考虑单一离子的扩散问题，难以在细微观尺度下准

确反映混凝土多孔介质中多种离子物质的活动

过程 .
利用 Nernst‑Planck方程可以表示多组分孔溶液

中的离子传输通量，如式（11）所示：

Ji = -Di ∇Ci - zi F
RT

Di Ci ∇Φ （11）

式中：Ji、Di、Ci、zi 分别表示 i 离子的离子通量、扩散

系数、离子浓度和电荷数；F 为法拉第常数，F=
964 85 C/mol；R 为理想气体常数，R=8.314 J/（mol·
K）；T为绝对温度，T=298 K；Ф 为静电势 .

目前大多数关于多离子传输的研究均基于中性

图 1　AAFS 砂浆的孔隙率

Fig. 1　Porosity of AAFS mortars

表 1　AAFS混凝土的氯离子结合系数

Table 1　Chloride binding coefficients of AAFS concretes［15］

mFA/mS

4∶1
3∶2
2∶3
1∶4
2∶3
2∶3

m

1. 50
1. 50
1. 50
1. 50
0. 50
1. 00

α

15. 1
18. 3
23. 7
21. 5
20. 6
21. 3

β

0. 11
0. 14
0. 08
0. 12
0. 15
0. 14

R2

0. 990
0. 991
0. 991
0. 990
0. 996
0.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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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对传输方程进行求解 .但在细微观尺度下，中性

条件无法实现多种离子间的电化学耦合，这将会导

致预测结果出现偏差 . 由于各种离子电荷性质和扩

散速率的差异，会在多种离子之间产生电荷不平衡，

并在混凝土内部局部区域形成静电势，最终影响各

种 离 子 的 传 输 行 为［16‑18］. 因 此 ，引 入 基 于 严 格 的

Gaussian静电理论的 Poisson方程来表征多种离子间

电化学耦合效应［19‑20］，如下式所示：

∇2 Φ = - F
ε0 ε r

∑
i = 1

N

zi Ci （12）

式中：ε0为真空中的介电常数，ε0=8.85×10-12 F/m；εr

为 298 K 时水的相对介电常数，εr=78.3；N 为所有参

与离子的总数 .

2　模型建立与验证

2.1　数值模型及网格划分

本研究所建立的 AAFS 混凝土多相模型是将

混凝土视为由砂浆、粗骨料和界面过渡区（ITZ）
组成的各向异性结构，如图 2（a）所示 . 该模型示

例中，混凝土试件尺寸为 100 mm×100 mm，即边

长 L=100 mm，粗骨料根据 Fuller 级配曲线随机生

成，其体积分数 Va 为 45%，粒径范围为 5~20 mm.
前期有关研究指出，氯离子通过对流、电迁移或其

他复杂作用传输时，粗骨料的形状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氯离子传输［21］，但在氯离子扩散二维模型中，

骨料形状的影响相对较小 . 因此，为了便于计算，本

文采用圆形骨料模型 . 根据之前的研究结果［22‑24］可

知，粗骨料与砂浆之间的 ITZ 厚度为 20~50 μm，

其在本模型中设置为 30 μm. 另外，将模型中 x=0
处的侧面作为暴露面，并对其他 3 个面进行非通

量设置，使氯离子单向传输，暴露面处氯化钠溶液

的初始浓度设定为 620 mol/m3（由 3.5% 质量分数

转换而来）.
如 1.3 所述，AAFS 混凝土孔溶液中存在多种离

子，除氯离子外本模型中考虑的离子还包括钠离子、

钾离子、氢氧根离子和硫（−Ⅱ）离子，以表征它们之

间电化学耦合效应对氯离子传输的影响，而钙离子、

硫（Ⅳ）离子、硫（Ⅵ）离子等其他离子物质因含量相

对较低，故在本文中没有考虑［25‑26］.表 2展示了本文多

离子模型中所用到的各离子物质在孔溶液中的参数

信息 .由于 ITZ 处的孔隙率比砂浆基体更大，因此离

子物质在该区域的扩散更容易 .已有研究表明，离子

物质在 ITZ 处的扩散系数为在砂浆基体中的 2~15
倍［27‑28］，本模型中取 5倍 .

AAFS 混凝土模型的有限元网格划分如图 2（b）
所示 . 通常情况下，粗骨料的抗氯离子渗透性很

高，在本研究中被假设为是不可渗透的（扩散系数

为 0 m2/s），因此这里仅对砂浆和 ITZ 进行了网格划

分 .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有限元网格划分越细，网格

Peclet 数越小，这可以减小数值振荡，从而得到有效

的收敛结果［29］.虽然密集的网格划分可以带来更精确

的结果，但是其计算成本更高且十分耗时 . 在此，本

模型中有限元网格划分的最小尺寸为 1.25×10−5 m，

网格自由度约为 5.7×105，以平衡精确度与计算用时

之间的矛盾 .

表 2　各离子物质的参数信息

Table 2　Parameter information of various ionic species

Ion

Sodium
Potassium
Chloride

Hydroxide
Sulphur(−Ⅱ)

zi

    1
    1
−1
−1
−2

Di×1010/
(m2·s-1)

0. 66
0. 98
1. 07
1. 63
1. 12

Initial Ci/
(mol·m-3)

1 200
50

0
650
300

图 2　二维三相 AAFS 混凝土模型

Fig. 2　Two‑dimensional three‑phase AAFS concret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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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中提出的氯离子传输模型的适

用性和可靠性，选择了文献［30］中第三方试验数

据与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 在文献［30］
中，AAFS 混凝土试件尺寸为 100 mm×100 mm×
100 mm，mFA/mS 分别为 7∶3、1∶1 和 3∶7，Na2SiO3 和

NaOH 配制而成的碱性激发剂的模数为 1.55，mw/mb

为 0.45，粗骨料粒径为 5~20 mm.将混凝土试件其中

1 个侧面作为暴露面，其他表面用石蜡密封，使氯离

子单向传输 . 然后，将试件浸泡在质量分数为 3.5 %
的氯化钠溶液中，测试时间分别为 365、730 d.达到设

定的浸泡时间后，将试件从氯化钠溶液中取出，使用

打磨机取得混凝土粉末样品，打磨深度为 20 mm，每

2 mm 为一层 .混凝土粉末样品过 0.6 mm 细筛后，在

鼓风干燥箱中于（105±5） ℃下烘干 2 h 备用 . 参照

JTJ 270—1998《水运工程混凝土试验规程》，选用化

学滴定法测定混凝土不同深度处的氯离子浓度 .
模型中的试验条件参数设置（mFA/mS、m、mw/

mb、氯化钠溶液浓度、测试时间等）与第三方试验保

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文献［30］中 AAFS 混凝土的

前驱体组成与表 1 中所列 mFA/mS 略有不同，因此模

型验证时的氯离子结合系数近似地取表 1 中 mFA/mS

与之相近的两组氯离子结合系数的平均值 .
由数值模型得到的氯离子浓度随渗透深度变化的

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之间的比较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

见：365、730 d测试时间的各组混凝土模型预测结果与

试验数据中氯离子浓度随渗透深度的发展趋势均保持

一致、吻合较好，说明本文中提出的数值模型是适用和

可靠的；当测试时间从 365 d增加到 730 d时，由于氯离

子在混凝土试件中传输时间变长，因此在同一渗透深

度处的氯离子浓度值更大；另外，无论是在 365 d还是

730 d时，氯离子浓度均随mFA/mS的增大而变大 .

与此同时，对数值模型中 AAFS 混凝土氯离子

扩 散 性 也 进 行 了 验 证 . 参 照 ASTM C1556‑11a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apparent 
chloride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cementitious mixtures 
by bulk diffusion》，利用式（13）对图 3 中氯离子浓度

随渗透深度变化的模型预测结果进行拟合，将计算

得到的各组 AAFS 混凝土在 365、730 d 时的氯离子

扩散系数与文献［30］中氯离子扩散系数的第三方试

验数据进行对比 .设定相关性函数为 y=x，图 4 展示

了数值模型与试验所得 AAFS 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

数之间的相关性 .由图 4 可知，两者的相关系数 R2为

0.961 2，表明本模型对氯离子扩散性能的预测与试

验结果相关性较好 .

C ( x，t )= C s - (C s - C 0) ⋅ erf ( x

4 ⋅ DCl ⋅ t ) （13）

式中：C（x，t）表示在渗透深度为 x处和当浸泡时间为

t时的氯离子浓度；Cs为暴露面处的氯离子浓度；C0为

浸泡氯化钠溶液之前混凝土内部的初始氯离子浓度 .

图 3　氯离子浓度随渗透深度变化的模型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的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development with penetration depth between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data［30］

图 4　数值模型与试验所得氯离子扩散系数之间的相关性

Fig. 4　Correlation of chloride diffusion coefficient between 
numerical model an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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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讨论

3.1　粉煤灰/矿渣比对氯离子渗透的影响

图 5、6分别展示了不同粉煤灰/矿渣比的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浓度分布及其随深度变化的情况，

其中 m 和 mw/mb分别保持 1.50、0.50 不变，测试时间

为 730 d. 由图 5、6 可见：随着 mFA/mS的减小，氯离子

所能达到的渗透深度逐渐减小；氯离子在 mFA/mS为

4∶1、3∶2、2∶3和 1∶4的 AAFS混凝土中的渗透深度分

别为 72、50、36、28 mm，说明将矿渣作为第二元前驱

体材料掺入 AAFS 混凝土中对氯离子的抗侵蚀性能

影响显著；氯离子在 mFA/mS=4∶1的混凝土中的渗透

深度是 mFA/mS=1∶4时的 2.57倍，这是因为矿渣的加

入可以减小孔隙率、细化孔结构，从而降低混凝土的

渗透性［6］.综上，mFA/mS越小，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

能越强 .

从水化产物的角度来解释，随着 mFA/mS的减小，

AAFS 体系中的反应产物将以微观结构更加密实的

C‑A‑S‑H 凝胶为主，有利于总孔隙率的降低和孔结

构曲折度的增加 .相反，若 AAFS 体系中粉煤灰含量

更 高 ，则 反 应 产 物 中 会 形 成 更 多 疏 松 多 孔 的

N‑A‑S‑H 凝胶，进而增大基体孔隙率，加速氯离子入

侵［7］.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氯离子结合能力的研究中，

据 Ismail等［8］的报道，N‑A‑S‑H 凝胶拥有更大的比表

面积，其对氯离子的吸附能力强于 C‑A‑S‑H 凝胶，因

此 mFA/mS更高的 AAFS混凝土表现出更好的氯离子

结合作用 .Lee 等［31］也发现，AAFS 体系的氯离子结

合能力随着水化产物 N‑A‑S‑H 凝胶含量的增加而增

加，而抗氯离子侵蚀性能随着 C‑A‑S‑H 凝胶含量的

增加而提高 .从图 5、6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氯

离子结合作用，孔隙率的影响对氯离子传输过程起

着更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减小 mFA/mS可以有效提高

AAFS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 .
3.2　激发剂模数对氯离子渗透的影响

将 mFA/mS 固定为 2∶3，mw/mb 固定为 0.50，测试

图 5　不同粉煤灰/矿渣比的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浓度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in AAFS concretes with different fly ash/slag ratios

图 6　不同粉煤灰/矿渣比的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浓

度随深度的变化

Fig. 6　Development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with depth in 
AAFS concretes with different fly ash/slag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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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设为 730 d，研究激发剂模数 m 对 AAFS 混凝土

抗 氯 离 子 侵 蚀 性 能 的 影 响 . 不 同 激 发 剂 模 数 下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浓度的分布及其随深度的变

化分别如图 7、8所示 .由图 7、8可见：m 对氯离子渗透

深度的影响并不满足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的趋势；

当 m 从 0.50 增加到 1.00 时，氯离子在 AAFS 混凝土

中的渗透深度从 48 mm 减小到 32 mm；随着 m 继续

增加到 1.50，氯离子渗透深度并没有继续减小，而是

增大到 36 mm. 这意味着在本研究中，当 m 为 1.00
时，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最好，而当 m 为 0.50

时，抗氯离子侵蚀性能最差 .
Babaee 等［6］研究指出，当碱含量保持一定时，更

高的 m 可以提供更多的可溶性硅，有助于促进反应

产物的形成和孔隙结构的细化 .但是，m 的增加也会

引起硅铝比的增大和多孔铝硅酸盐凝胶的形成 . 尤
其是当 m 过高时，由于激发剂碱度降低，粉煤灰和矿

渣颗粒无法完全溶解，导致聚合反应降低，混凝土孔

隙率增加 .即存在 1个为 AAFS混凝土提供最佳耐久

性的 m，而过低或过高的 m 均不利于氯离子渗透性的

降低 .

4　结论

（1）通过综合考虑混凝土孔隙率、氯离子结合作

用，以及多种离子间电化学耦合效应的共同影响，本

文提出了经过第三方试验验证的碱激发粉煤灰/矿
渣（AAFS）混凝土多相多离子传输模型 .利用该模型

可对不同参数条件下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渗透深

度和氯离子浓度分布进行可靠的预测，从而更充分

地理解、评估碱激发混凝土的抗氯离子侵蚀性能 .
（2）高粉煤灰/矿渣比（mFA/mS）的 AAFS 混凝土

水化产物以疏松多孔的水化硅铝酸钠（N‑A‑S‑H）凝

胶为主，表现出较差的抗氯离子侵蚀性能 .mFA/mS的

减小，虽然会降低混凝土对氯离子的结合能力，但是

图 7　不同激发剂模数下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浓度的分布

Fig. 7　Distribution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in AAFS concretes with different activator moduli

图 8　不同激发剂模数下 AAFS 混凝土中氯离子浓度

随深度的变化

Fig. 8　Development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with depth in 
AAFS concretes with different activator mod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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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微观结构更密实的水化硅铝酸钙（C‑A‑S‑H）凝

胶增多，因此可有效降低总孔隙率并增加孔结构曲

折度，是降低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的重要途径 .
（3）当碱性激发剂模数 m 从 0.50 增大到 1.00

时，可溶性硅的增加可增多反应产物数量并细化孔

结构，从而提高 AAFS 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

但随着 m 继续增加到 1.50，硅铝比增大，多孔铝硅酸

盐凝胶形成，碱性激发剂 pH 值降低，从而影响聚合

反应正常进行，导致混凝土抗氯离子侵蚀性能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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